
国家视角下的“蒙医入中”辨析

纳日碧力戈　 张梅胤

　 　 摘　 要：２０１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明确规定中医药包括少数民族医药，“蒙医入中”借此以法律
形式确定下来，这一分类固然属于国家标准，但国家标准的背后是国家利益。从国家视角出发，“蒙医入中”

是自上而下构筑中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蒙医入中”代表了主体精英通过分类认同

实现文化认同的努力，为中医“增容”，让“中”字提高弹性，同时也把各种文化人群包括进来，发挥他们的主体

性，从各种各样的差异性中寻求重叠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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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何 谓 “蒙 医”？

“蒙医药是蒙古族人民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它吸收藏医、汉医及印度医学

理论的精华，逐步形成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地域特点和独特理论体系、临床特点的民族传统医学。”①

蒙古族传统上居住在寒冷的北方高原地区，以狩猎和游牧为主要生计方式，饮食以肉类、乳制品、马奶酒

和奶茶为主。蒙古医学是传统蒙古文化的一部分，它是与特定的自然环境、居住样式和生活习俗相适应

的产物。在蒙古族地区流传的《牛腰子》、《骆驼的尾巴》、《旱獭为何没有拇指》等民间故事，就反映了蒙

古族先人已经有关于动物机体的结构知识，而这种知识可用来推测和比较人体骨骼、肌肉、脏腑等方面

的知识。②蒙古族祖先用马奶、羊肉骨汤等调节人体寒热；用热敷、针灸、毛皮覆盖等方法医治寒湿类疾

病；用大黄根等草药治疗燥热病；用震动方法治疗脑震荡和颅骨损伤；用烙铁治疗箭伤；用动物鬣毛制作

的灰烬为破裂的血管止血。③蒙医疗术多借用现成的日常用具，必要时也可以用随手可得的材料简单制

作，例如用玻璃碎块放血，用罐头或瓷瓶拔罐；所用药物也不例外，也都是随处可见的原料。④

蒙医秉持寒热相搏观，把“调节寒热”作为指导原则，认为“赫依”、“巴达干”属寒性（水性），血病和

“希拉”属热性（火性）；寒热二性和“四因”（气候、饮食、起居和性情等其他因素）的比例关系会影响人

的“体素”（赫依、希拉、巴达干）。⑤一方面，局部医治要着眼于整体，注意各部位之间的联动关系。另一

方面，气候、自然环境与人体及其器官和脏腑互相作用，同样构成一个整体。⑥

有必要强调，蒙医具有萨满信仰和萨满操演⑦的丰厚底蕴。举科尔沁博为例，萨满不等于“跳大

神”，其内容丰富，形气神兼备，地天通，山水连。科尔沁博的“安代疗法”是综合心理治疗、躯体治疗、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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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治疗和音乐治疗的整体疗法，蒙古族的整骨术具有萨满根脉，针刺、放血、蒙古灸等外治方法具有精神医

疗和身体医疗双重功效，配以土药方和偏方，能够产生实际效果；女萨满“渥特根”掌握一定的催生术、保胎

术和孕妇保健知识，为妇女和婴幼儿医病，有时也把善于治疗妇幼疾病的民间医者称为“渥特根”。①

自 １２０４年蒙古族开始使用文字后，藏、汉、维吾尔、满以及印度、阿拉伯、欧洲的医学文化，都不同程
度地影响了蒙医。十六世纪，以蒙古和硕特部 １６世纪信奉黄教始，外来医学著作随大批佛教典籍进入
蒙古地区，其中包括藏族宇妥·元丹的《四部医典》和印度阿尤尔·维达的《医经八支精义集要》。②蒙古

汗廷起到了重要作用：建立佛教寺庙，在那里专门设立满巴札仓（即医药学部），使这些学部成为培养蒙

医的基地。③一代又一代蒙古学者孜孜不倦地学习和研究来自古印度和西藏的典籍，译介包括医药学在

内的各类典籍，出版《根本医典》（洛布桑丹僧扎拉仓著）、《珊瑚颈》（伊希丹僧旺吉拉著）、《四部甘

露》（伊希巴拉召尔著）、《识药学》（占巴拉却吉佛仁来著）、《美丽目饰》（占巴拉道尔吉著）等医学典籍，

促进蒙医理论深化，逐渐推出五源学、本根学、七素学、六基症理论和寒热症理论。④自上世纪 ５０ 年代
始，大量蒙医研究和教学机构先后成立，蒙药制造厂也成立了 ４ 家，出版的蒙医药著作迄今已经达到百
余部。⑤创建于 １９６２年的呼和浩特市中蒙医院（呼和浩特市中蒙医研究所）是一所中蒙西三医结合的综
合性医院，业务科室设中医专科门诊、蒙医专科门诊、感染门诊、功能科室和病房。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 ２００６ 年确定的新建项目，是我国首家以蒙医医疗为主的三级甲等综合性蒙医
医院。

二　 国家法律中的蒙医归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自 ２０１７年 ７月 １日起实施。这个中医药法的《总则》第二条规定：“中
医药”指“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是反映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

病的认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此前，中医也可以称为“汉医”，

指“中国固有的医学”和“用中国医学的理论和方法治病的医生”。⑥自 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 １日起施行的《内蒙
古自治区蒙医药中医药条例》这样表述：“为了继承和发扬蒙医药学中医药学，促进蒙医药中医药事业

全面发展，提高公民健康水平，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并要求“在自

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蒙医药中医药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其实，从法律角度规定“蒙医入中”显然是和中华民族的“中”字有关，即“中”字的法律定义———中

华民族是由各民族共同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和文化连续体，其中包含了“一”和“多”的辩证关系，也体现

了“社会如何记忆”的过程。新时代的中华民族是趋向包容性的政治 文化共同体，一方面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规定了“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人民民主专政”等“一体”内容，另一方面也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

民族的共同繁荣”，指出“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新时代的新中国已经告别

旧时代的旧中国，它不是“一种文化，一个政治屋顶”之国，而是“多元一体”之国；“中华民族”作为共同

体是单数，作为连续体是复数。从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愿景看，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凝聚中华

文化认同，是重中之重，已经提到“根”和“魂”的高度。在依法治国的理念统领下，中华文化认同要围绕

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归属感，要建立在各民族互相认同、各民族文化互相认同的基础之上。从现代意

义上说，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与中国公民文化认同存在密切关系：中国各少数民族成员都是中国公民，他

们的语言和文化属于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国家不仅承认这些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而且还在法律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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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加以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也有义务认同包括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在内的总体中华文化。

三　 国家分类与民间分类：由差异建构共识的复杂性

国民国家的建设是一项综合工程，涉及文件、档案、登记和证明①，命名和分类当然是重中之重，名

正才能言顺。根据人类学常识，国家分类常常和民间分类有差别，国家要让社会更加清晰，要重新安排

人口，以便于收税、征兵和维稳等等———“清晰性是国家机器的中心问题”②。因此，姓名和度量衡的标

准化、语言和法条的标准化、土地勘察、人口登记、城市规划、交通管理等等，都是为国家治理服务的。③

“蒙医入中”同样也是国家分类清晰化的努力：分类清晰容易达成共识，分类简单便于迅速达成共识。

尽管如此，国家的努力毕竟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需要各民族成员尤其是精英们的支持。国家需要

简单清晰的分类，而现实中各民族各族群的分类千变万化，丰富多彩。例如，少数民族有的用姓，有

的不用姓；有的用亲子连名制；有的把姓氏放到名字前面，有的放到后面。又如，在一些民族中宗教信仰

和风俗习惯交织在一起，难分彼此；许多民族的传统医药与巫术和方术联系在一起，民族成员看巫医，也

看西医，用草药，也用西药。如何把繁纷复杂的种类归纳成为易于把握的系统，由差异建构共识，实在充

满了复杂性。国家分类简单明了，文化分类含混不清，二者结合有难度，但势在必行———建设现代国家

离不开标准化和信息化。不过，文化分类总是充满社会诗性④，植根日常，富有活力，能够和国家标准

并行不悖，甚至会因势利导，为我所用。国家分类和民间分类存在共生关系，互为环境，互相借用。

毋庸置疑，国家分类具有压倒性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民间分类就此失去活力，不复存在。其实，民

间分类在不断为国家分类输送“资源”，是国家分类不可忽视的对话伙伴。⑤同样，精英艺术出自大众

艺术，大众艺术出自社会生活。⑥

但恰恰也是这些哀叹旧制不再的人，从这个程序发现了采用新制的正当性：指控他人违反互惠

伦理，开通了诸如诉诸法律的非互惠行动之路。在国家的论点———它必须介入以防止公民道德大

崩溃和桀骜不驯的克里特岛盗羊贼的观点———他们的道德崩溃使国家介入成为必要之间，存在一

种奇怪的共生关系。二者都投入有关纯洁的象征主义，而正是这个共同基础，把和平时代以奇技智

巧拿国家开涮的公民变成战时的忠诚爱国者。⑦

四　 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蒙医入中”与“推中出新”

少数民族医药进入中医药系统，蒙医药进入中医药（“蒙医入中”），这个归类和中华民族包括汉族

和各少数民族的定义是并行的。中华民族不仅包括汉族，也包括少数民族。以此类推，中医药不仅包括

“汉医药”，也包括“蒙医药”等少数民族医药。根据中央对意识形态领域的规划，“核心价值观”要和社

会主义挂钩，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中华民族也要和医药挂钩，把各民族的医药统一归入

中华民族医药，即中医药要包括汉医药和少数民族医药。现代国家构建是一项综合工程，尤其涉及“名

正言顺”的标准分类，即便是医药也要符合政治和科学两项标准。就如同古代民族不同于现代民族，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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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医也不同于现代中医———过去多为“华夷之辨”，现代则是“中西合璧”、“汉少合璧”、“西学中用”、

“汉少合用”，当然也常常出现“中西之辨”、“华夷之辨”的反拨。

费孝通先生曾说过，中国先用科技兴国，使人致富，然后会用“文艺兴国”，让百姓不仅过上物质

富裕的生活，也过上充满幸福感的精神生活①。中国虽然存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它无可争辩已经成为物质富裕的大国。物质家园已经牢不可破，精神

家园需要进一步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不能没有少数民族主体参与，否则不能称其为“共

有”；少数民族的生存智慧能够为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提供丰厚的资源。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包括少

数民族，他们积极参与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共有精神家园为他们留出获得幸福感的空间，能够让他

们“骄傲地、有尊严地生活着”，这是少数民族积极参加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并且全面加以认同的根本

前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医药法出现了“蒙医入中”的表述，中华包括各民族，中医药包括各民

族的医药。按照这个逻辑，大民族要认同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要认同大民族，大民族和少数民族互相

认同，共同认同中华民族；大民族文化要认同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要认同大民族文化，大民

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互相认同，共同认同中华共有文化。同样按照这个逻辑，大民族医药要认同

少数民族医药，少数民族医药要认同大民族医药，大民族医药和少数民族医药要互相认同，共同认同

中华医药。

五　 讨论：“蒙医入中”与政治一体

中国的现代医学受到西医的重要影响，中西医之争，首先是“正名”之争。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

实行“学制改新”，“漏列中医”，余伯陶等人在上海成立神州医药总会，民国 ２ 年 １１ 月，该总会叶晋叔等
赴北洋政府教育部、国务院请愿，要求中医加入学系。②１９２９年 ２月，南京民国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
委员会议，通过“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史称“废止中医案”，遭到全国中医药界的抗议和

抵制。③时至今日，中西医之争虽然持续，中医地位却已经不可撼动，又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

“文化兴国”等理念的推动，中医已经成为中国软实力的象征，是“主打”，不是“副攻”。中央高层提出

“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月 ２５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自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起实施，其中“总则”第二条规定：
“本法所称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④。这个规定和“中华民

族不等于汉族，少数民族不能自外于中华民族”的提法是一致的，意在协调政治边界和文化边界，以

“一”统“多”，以“多”辅“一”。

互联网的普及，数字化生存已经让虚拟符号占据主导地位，国家标准的概念分类拥有话语力量，体

现国家意志。医学术语借助特定符号领域产生意义，符号只有通过它们与其他符号的关系并在一个更

大的符号秩序的背景中才能获得意义。⑤中西医之争和“蒙医入中”都有其特定的宏大背景，前者遭遇

“西学东渐”，后者赶上“新时代”。不过，从历史和现状看，无论是中西医之争还是“蒙医入中”，其焦点

在于如何“汇通”，而非互相取代。交流、关联、连续、中和、共生、协商、包容、和睦、复杂、生态、不确定等

等，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牛顿力学时代西方有自然哲学（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哲学、语言学、
数学、物理、化学交融不分，随后才出现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分离，哲学只应对概念，数学、物理、化学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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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日碧力戈等：国家视角下的“蒙医入中”辨析

①

②

③

④

⑤

方李莉编著：《费孝通晚年思想录·编者的话》，第 １０页。
赵宏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北京：学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８７页。另参见：ＴＪ Ｈｉｎｒｉｃｈｓ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ｄａ Ｌ． Ｂａｒｎｅｓ ｅｄ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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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丹：《神州医药总会研究（１９１２—１９５１）》，河北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３年，第 ３４—３６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 ４页。
［美］拜伦·古德：《医学、理性与经验：一个人类学的视角》，吕文江、余晓燕、余成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６５页。



究自然界物质的各种类型、状态、属性及运动形式①。政界、商界和学界早已意识到文理分家的“不自

然”，从贝格森的万物关联的“元模式”②到黑川纪章的“共生思想”③，已经大大超出“文理复婚”论，直指

万象共生的大生态观。人文社会科学界也在回归“物性”和“过程”，“具身性”（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联觉”
（ｓｙｎｅｓｔｈｅｔｉｃ）、“关联”（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等等，也成为常用词。同样，国家标准分类的“蒙医入中”要落地生
根，就要讲“物性”、讲“关联”、讲“过程”。

“蒙医入中”虽然属于国家分类，但它毕竟有“可触摸”的物质性，不能脱离日常生活，不能空言虚

行。物质本身是多样性的，物质生产也具有多样性特点，其高速发展有时是无序的，新生事物的出现，会

打乱原有的分类系统，让旧观念过时，令旧制度无奈。与此形成对照，国民国家的设计者和领导者总是

希望各类体系分类明确，运转有序，便捷高效。对于中国这样的高速发展国家来说，分类系统最好能够

和物质生产同步发展，精神文明最好能够和市场经济相辅相成，但是，发展毕竟是硬道理，生产和市场先

行，分类和制度跟进，这大概是后发型国家的普遍发展模式。“蒙医入中”无疑是一种让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同步“与时俱进”的努力。“蒙医入中”同样也是“新时代”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合一的努力。中国

领导层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为本土化发展模式增

添了更多的特殊性。中国经济腾飞到了一个转折点，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文艺兴国的时代到来了。高层提

出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努力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粘合起来，填补传统上关注不够的“空白点”，把文化

认同和政治认同结合起来，让政治认同在传统文化中找到“根脉”和“灵魂”，发挥中国特色的优势。

中国政府自上而下推动文化兴国、文化统国，突出“新时代”的文化特色。文化本身是分类系统，在

物质生产高速发展的时候，它会潜行其下，让物质生产唱主角，吃穿住是“硬道理”。但是文化从未缺席

过，也从未放弃“垂帘听政”的机会，它会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润物无声。如波拉尼所说，文化嵌入经

济，二者融为一体，社会文化和经济生产也融为一体。“蒙医入中”属于自上而下推动的文化分类调整，

表达了文化分类要和政治分类相一致、文化认同要和政治认同相结合的主流取向。

“蒙医入中”代表了主体精英通过分类认同实现文化认同的努力，为中医“增容”，让“中”字提高弹

性，把各种文化人群包括进来，发挥他们的主体性，从各种各样的差异中寻求重叠共识，这是中央高层在

新时代里提出的最新要求。不过，认同不等于同化，“有一”不等于“无多”。“蒙医入中”应当代表一个

充满弹性的分类体系，应当是一个“活生态”。一方面，中医“增容”，把少数民族医药纳入进来。另一方

面，传统的中医药现在具有“二义性”：广义中医药包括各民族的医药，就像现代中华民族包括各民族；

狭义的中医药就是“汉医药”。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追求明晰确切的分类，但千变万化的现实，总会

产生各种“异类”，超出现有分类体系的“把握”，因此保存一些模糊性或者“二义性”就显得十分必要。④

从国家视角出发，“蒙医入中”是一种“分类安排”，是自上而下构筑中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工程

的一个组成部分。“蒙医入中”如何践行还需要实践检验，实践会对这种自上而下的“分类安排”做出调

整。不同民族的分类系统各有特色，要从中找出重叠共识，就需要从互相认同、互相尊重入手，发现最大

公约数，发展新的包容性更强的分类体系。无论传统中医还是传统蒙医，其底层都有深厚的文化积淀，

都受到特有宇宙观和信仰体系的支撑，这些不同的宇宙观和信仰体系如何能在更高层面上达成“重叠

共识”？这需要策划者和行动者调动智慧，全面创新，不走老路，避免邪路。蒙医显然与“汉医”存在并

育不悖的关系，互相可以学习，互为条件，共同组成连续体，保持彼此勾连的生态关系。

（责任编辑　 唐忠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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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Ｍａｘｗｅｌｌ，Ｉｎ Ｐｒａｉｓ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Ｌｉｆｅ，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 Ｋｉｎｇｓｔｏｎ：ＭｃＧｉｌｌＱｕｅｅ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Ｂａｔｅｓｏｎ，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Ａ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Ｕｎｉ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ｍｐｔ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日］黑川纪章：《共生思想》，覃力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同样道理，没有必要把“民族”弄得清清楚楚，中国自古至今的“民族实践”已经把“民族”定义明白。我同意维特根斯坦对语义

的表述：语言的意义来自语言的使用。我们不能脱离概念的历史和概念的使用平面地讨论它们的定义：历史记忆和现实活用会给概念下

最好的定义。




